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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土地城市化与环境质量之间呈现不同的关系。当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
段时，土地城市化以规模扩张为主，环境质量处于下降阶段，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是反向的；当经

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土地城市化以质量提高为主，环境质量需求提升，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投入，土地

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会呈现一致。目前，我国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的变化之间总体上呈现负

向的关系，并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因此，政府应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化建设，构建绿色生产

方式，建立绿色城市发展体系；同时通过加强土地供给侧改革，支撑绿色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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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化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转变、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科技

创新等带动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１；程开明，２００９）。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
融资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土地城市化模式能够快速推动城市化进程，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土

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土地出让金每增加 １％，对地方经济增长就有 ０．１７３％的拉动作用
（葛扬等，２０１４）。在行政集权和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会利用土地处置权，在垄断的土地市
场上策略性地设定土地出让价格与土地出让规模，进而利用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收收入，投资公共基

础设施以推动经济增长（王贤彬等，２０１４）。地方政府不仅通过土地财政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在拉动经
济增长的过程中也主要利用低成本的土地来推动城镇化。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抓手有两

个：一是扩张工业用地供给、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和实施各类优惠的税收政策，以招商引资促进 ＧＤＰ 与就
业增长；二是利用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通过抬高商住用地单价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并以

“土地金融”为融资手段，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经济增长（范剑勇等，２０１５）。周飞舟等（２０１５）
指出，在“统筹城乡”模式带动的城镇化过程中，成都市以政府为主导、资本介入的方式推动了农民集中

居住（“农民上楼”）与农业的规模经营（“资本下乡”），以此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和促进经济发展。现

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由于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从而能够以低成本的土地城市化模式推动城市化进

程，同时也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绿色城镇化道路的概念应运而生。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也会给城市的

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外部成本会上升，由于人口密集导致生存环境恶化，

为此需要付出巨额的环境治理成本（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２００９）。如果超前的土地城市化
不能带来城市“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且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和筹资方式不能转变，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就会

面临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１）。由于经济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快速推进，大量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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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建设用地，而有的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的局限，就会产生许多高耗能、高污染的

企业，使得环境质量恶化。如何合理安排城镇化的速度、规模、时序，使之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产业结构进

行合理匹配，而且又不引起环境质量的恶化，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因此，如何走出一条绿色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值得深入研究。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土地的过度利用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使

得粗放的土地城市化模式难以持续。罗能生等（２０１３）认为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非线性关系，
且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效率较高，部分省份已进入 Ｕ 形曲线的上升
阶段，中西部地区还处于 Ｕ形曲线的下降阶段。董直庆等（２０１４）构建了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
析了城市用地规模变化与环境质量的耦合过程及其影响；王兵等（２０１４）认为土地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
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陈思霞等（２０１４）认为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显著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
质量，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持续性；中国金融 ４０人论坛课题组（２０１３）提出对新型城镇化形式下加快土地
制度改革时应要加强环境保护。海外文献也有许多涉及城市化、城市增长与土地利用、环境等关系的。

例如，有的研究城市化对城市环境及环境足迹（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的影响（ＵＮＣＨＳ，２００１；Ｒａｋｏｄｉ，１９９７），有的研
究城市化、土地利用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６；Ｅｎｔｗｉｓｌｅ ＆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５），有的研究关注如何
管理城市增长及其对环境的影响（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１９８８，２００８），还有文献讨论人口城
市化率与经济发展、健康与大气污染以及环境收益分配等问题（Ｂｒüｃｋｎｅｒ，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 ＆ Ｌｉｎ，２０１２；Ｘｕ
＆ Ｌｉｎ，２０１５）。现有文献大多讨论的是人口城市化，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人口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
率或环境的关系，讨论土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缺乏从地方政

府出让土地过程中如何兼顾城市化规模和城市化质量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

那么中国目前是否在走绿色城镇化之路？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包括城市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两个方

面，其中选择重视哪个方面，取决于城镇化过程中的边际效用。通常情况下，会出现城镇化规模和城镇

化质量相互起决定作用的三个阶段：当城镇化规模扩大的边际效用大于城镇化质量提高的边际效用时，

城镇化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当城镇化质量提高的边际效用基本等于城镇化规模扩大的边

际效用时，城镇化处于向绿色发展的过渡阶段，即第二阶段；当城镇化质量提高的边际效用大于城镇化

规模扩大的边际效用时，城镇化就进入绿色发展阶段，即第三阶段。那么目前中国处于城镇化的哪一阶

段？是仍处于粗放式发展的第一阶段，还是已经处于向绿色发展过渡的第二阶段？城镇化阶段在全国

东中西部等不同区域之间是否有差异？这些问题均需要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

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城市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首先，构建具体的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模型，论证不同的经

济发展阶段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关系①②。其次，基于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分区域的面板数据

对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

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机制分析和理论模型的推导，论证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的相关关

系，得出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的三阶段关系图，并利用平滑系数（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模型的半参
数估计对实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结论的正确性。

二　 理论模型与计量模型
（一）机制分析

在土地出让过程中，政府将大量的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这样一方面可用于经营性用地，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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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土地城市化率提高会引起环境质量的变化。粗放式的土地城市化使得环境质量退化，内涵式的土地城市化使得环境质量不发

生退化或反而有所提升。同时，环境质量的好坏对土地城市化率也有所影响，好的环境质量有利于城市化率的提高。土地城市化率和环

境质量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本文将经济发展分为初期阶段和高级阶段。初期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临界点是指：当粗放式经济发展已经穷尽其极限，或规模报

酬递增水平已经到达其顶点，此时如果再依靠粗放式发展，反而带来 ＧＤＰ 总量和居民收入的降低，因而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粗放
式发展为集约节约式发展。



面可用于基础设施用地和生态用地。经营性用地尤其是工业用地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大，基础设施用地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生态用地反而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

且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之后，绝大部分作为经营性用地中的工业用地，此时环

境质量较差；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城市化水平较高且处于绿色城镇化发展阶段，农用地主要转化为高

新技术产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生态用地，此时环境质量较好。

从城市化角度看，城市化的推进过程包括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两种表现形式。城市化的规模扩张

仅指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总量的增加，而城市质量提高还包含经济发展效率

的提高，城市居民所享受公共服务水平的增加以及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城市化

的发展以粗放式方式为主，城市化率的提高导致环境质量迅速下降；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城市化的发

展以绿色城镇化方式为主，城市化率的提高与环境质量的提高是一致的。

从环境质量的角度看，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和民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较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采取粗放式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导致环境质量迅速恶化，环境质量恶化的速度可能

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政府和民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较高，导致经济发展要采取集

约和节约的发展方式，城市化发展要走绿色城镇化道路，城市化率的提高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下降。

（二）理论模型

本文根据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２００４）以及 Ｌｉｔｃｈｂｅｒｇ 和 Ｄｉｎｇ（２００９）的模型，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土地利用实际情
况的绿色城镇化理论模型，以分析在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城市

化率与环境质量变化方向之间的关系。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一个地区的土地分为农用地和建设用

地，且将其总量单位化为 １；将建设用地分为经营性用地和生态用地，经营性用地对环境的破坏大，生态
用地对环境质量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以 Ｎ１（ｔ）表示城市经营性用地，Ｎ２（ｔ）表示城市生态用地，则农
用地为 １ － Ｎ１（ｔ）－ Ｎ２（ｔ）。以 Ｘ１（ｔ）表示 ｔ时刻由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经营性用地的土地面积，即粗放式
土地城镇化的规模，以 Ｘ２（ｔ）表示 ｔ时刻由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生态用地的土地面积，即绿色城镇化的规
模，如（１）式所示①。

Ｎ
　·
１（ｔ）＝ Ｘ１（ｔ），　 Ｎ

　·
２（ｔ）＝ Ｘ２（ｔ） （１）

由于考虑到粮食安全等问题，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将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面积，且每年

下达允许地方政府将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土地指标。假设第 ｔ期粗放式土地城镇化规模不超过中
央政府规定的指标上限 Ｘ１０，绿色土地城镇化规模不超过中央政府规定的指标上限 Ｘ２０，如（２）式所示。

Ｘ１（ｔ）≤ Ｘ１０，　 Ｘ２（ｔ）≤ Ｘ２０ （２）

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以后，一方面经营性用地可以获得高于农用地的经营性收益以及土地出让

金，另一方面城市生态用地可以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粗放式土地城镇化阶段，政府获得的土地出

让金以及建设用地收益比较高且增长速度也快，而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较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较低，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增长速度较慢；在绿色城镇化阶段，政府更加注重城市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对农民的征地补偿，这方面资金投入增长速度较快。同时，我们

将整个自然界和农用地所产生的生态效应和环境容量看作一个常数，经营性用地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生态用地对生态环境具有保护作用，以 ε１（·）表示单位经营性用地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和影响②，以
ε２（·）表示单位生态用地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保护作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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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式中，Ｎ
　·
１（ｔ）代表 Ｎ１（ｔ）的变化，Ｎ

　·
２（ｔ）代表 Ｎ２（ｔ）的变化。

ε１ 的取值为负值。

政府加强环境治理投入，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恢复生态环境质量，或增加环境容量。例如，人均城市绿地面积的增加，可以带来

环境容量的增加。



以 Ｒ１（Ｎ１（ｔ））表示经营性用地的经济收益函数，以 Ｒ２（Ｎ２（ｔ））表示生态用地的经济收益函数，
ｒ（１ － Ｎ１（ｔ）－ Ｎ２（ｔ））表示单位农用地的经济收益函数，Ｒ１（·）、Ｒ２（·）和 ｒ（·）分别是关于经营性用地
面积、生态用地面积和农用地面积的递增凹函数，且满足 ｒ ＜ Ｒ２ ＜ Ｒ１的关系。以 ｖ１（Ｘ１（ｔ））表示粗放式
土地城镇化阶段单位土地出让后的收益，以 ｖ２（Ｘ２（ｔ））表示绿色城镇化阶段单位土地出让后的收益，
ｖ１（·）和 ｖ２（·）分别是转化为经营性用地面积和转化为生态用地面积的递增凹函数。以 １（Ｘ１（ｔ））表
示粗放式土地城镇化阶段单位土地的征地补偿和新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以及环境保护投入，以

２（Ｘ２（ｔ））表示绿色城镇化阶段单位土地的征地补偿和新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以及环境保护投
入，１（·）和 ２（·）分别是转化为经营性用地面积和转化为生态用地面积的递增凹函数。在粗放式土
地城镇化阶段，ｖ１的增长速度快于 １的增长速度，即 ｖ′１ ＞ ′１；在绿色城镇化阶段，ｖ２的增长速度慢于 ２
的增长速度，即 ｖ′２ ＜ ′２（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１；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定课题组，２００９）。地方政
府在 ｔ时刻选择最优的土地城镇化数量 Ｘ１（ｔ）和 Ｘ２（ｔ），以使其目标收益 Ｗ最大化①，如（３）式所示。

Ｗ ＝ ∫
∞

０

∫
Ｎ１（ｔ）

０
Ｒ１（ｚ）ｄｚ ＋ ∫

Ｎ２（ｔ）

０
Ｒ２（ｚ）ｄｚ ＋ ∫

１－Ｎ１（ｔ）－Ｎ２（ｔ）

０
ｒ（ｚ）ｄｚ ＋ ∫

Ｘ１（ｔ）

０
ｖ１（ｚ）ｄｚ ＋ ∫

Ｘ２（ｔ）

０
ｖ２（ｚ）ｄｚ

－ ∫
Ｘ１（ｔ）

０
１（ｚ）ｄｚ － ∫

Ｘ２（ｔ）

０
２（ｚ）ｄｚ ＋ ∫

Ｎ１（ｔ）＋Ｘ１（ｔ）

０
ε１（ｚ）ｄｚ ＋ ∫

Ｎ２（ｔ）＋Ｘ２（ｔ）

０
ε２（ｚ）ｄｚ{ } ｅ－ρｔｄｔ （３）

ｓ．ｔ．Ｎ
　·
１（ｔ）＝ Ｘ１（ｔ），Ｘ１（ｔ）≤ Ｘ１０；Ｎ

　·
２（ｔ）＝ Ｘ２（ｔ），Ｘ２（ｔ）≤ Ｘ２０

其中，ρ为贴现率；以 λ１（ｔ）和 λ２（ｔ）分别表示经营性用地和生态用地的影子价格。该最优化问题
的哈密尔顿函数 Ｈ为：

Ｈ ＝ ∫
Ｎ１（ｔ）

０
Ｒ１（ｚ）ｄｚ ＋ ∫

Ｎ２（ｔ）

０
Ｒ２（ｚ）ｄｚ ＋ ∫

１－Ｎ１（ｔ）－Ｎ２（ｔ）

０
ｒ（ｚ）ｄｚ ＋ ∫

Ｘ１（ｔ）

０
ｖ１（ｚ）ｄｚ ＋ ∫

Ｘ２（ｔ）

０
ｖ２（ｚ）ｄｚ

－ ∫
Ｘ１（ｔ）

０
１（ｚ）ｄｚ － ∫

Ｘ２（ｔ）

０
２（ｚ）ｄｚ ＋ ∫

Ｎ１（ｔ）＋Ｘ１（ｔ）

０
ε１（ｚ）ｄｚ ＋ ∫

Ｎ２（ｔ）＋Ｘ２（ｔ）

０
ε２（ｚ）ｄｚ

＋ λ１（ｔ）（Ｘ１０ － Ｘ１（ｔ））＋ λ２（ｔ）（Ｘ２０ － Ｘ２（ｔ）） （４）

求解该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

（１）控制方程：对所有的 ｔ有 Ｈ ／ Ｘ１ ＝ ０，Ｈ ／ Ｘ２ ＝ ０，即：

－ λ１（ｔ）＋ ｖ１（Ｘ１（ｔ））－ １（Ｘ１（ｔ））＋ ε１（Ｎ１（ｔ）＋ Ｘ１（ｔ））＝ ０ （５）
－ λ２（ｔ）＋ ｖ２（Ｘ２（ｔ））－ ２（Ｘ２（ｔ））＋ ε２（Ｎ２（ｔ）＋ Ｘ２（ｔ））＝ ０ （６）

（２）状态方程：Ｎ
　·
１（ｔ）＝ Ｈ ／ λ１，Ｎ

　·
２（ｔ）＝ Ｈ ／ λ２，即为 Ｎ

　·
１（ｔ）＝ Ｘ１０ － Ｘ１（ｔ），Ｎ

　·
２（ｔ）＝ Ｘ２０ － Ｘ２（ｔ）。

（３）共态方程：λ
　·
１（ｔ）＝ ρλ１（ｔ）－ Ｈ ／ Ｎ１，λ

　·
２（ｔ）＝ ρλ２（ｔ）－ Ｈ ／ Ｎ２，因此有：

λ
　·
１（ｔ）＝ ρλ１（ｔ）－ Ｒ１（Ｎ１（ｔ））－ ｒ（１ － Ｎ１（ｔ）－ Ｎ２（ｔ））＋ ε１（Ｎ１（ｔ）＋ Ｘ１（ｔ））[ ] （７）
λ
　·
２（ｔ）＝ ρλ２（ｔ）－ Ｒ２（Ｎ２（ｔ））－ ｒ（１ － Ｎ１（ｔ）－ Ｎ２（ｔ））＋ ε２（Ｎ２（ｔ）＋ Ｘ２（ｔ））[ ] （８）

（４）横截条件：ｌｉｍ
ｔ→∞
λ１（ｔ）ｅ

－ρｔ ＝ ０，ｌｉｍ
ｔ→∞
λ２（ｔ）ｅ

－ρｔ ＝ ０，ｌｉｍ
ｔ→∞
Ｈ（Ｘ１（ｔ），Ｎ１（ｔ），λ１（ｔ））ｅ

－ρｔ ＝ ０，

ｌｉｍ
ｔ→∞
Ｈ（Ｘ２（ｔ），Ｎ２（ｔ），λ２（ｔ））ｅ

－ρｔ ＝ ０。

由（７）（８）两式可以解出考虑土地生态环境质量时经营性用地和生态用地土地出让的影子价格，如
（９）（１０）两式所示。

λ１（ｔ）＝ ∫
∞

ｔ
［Ｒ１（Ｎ１（ｓ））－ ｒ（１ － Ｎ１（ｓ）－ Ｎ２（ｓ））＋ ε１（Ｎ１（ｓ）＋ Ｘ１（ｓ））］ｅ

－ρ（ｓ－ｔ）ｄｓ

＋ ｖ１（Ｘ１０）－ １（Ｘ１０）＋ ε１（Ｎ１（ｔ０）＋ Ｘ１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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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目标收益考虑了所有存量农用地、城市经营性用地、城市生态用地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以及转化为城市经营性用地

和生态用地的出让金收益及其生态价值。



λ２（ｔ）＝∫
∞

ｔ
［Ｒ２（Ｎ２（ｓ））－ ｒ（１ － Ｎ１（ｓ）－ Ｎ２（ｓ））＋ ε２（Ｎ２（ｓ）＋ Ｘ２（ｓ））］ｅ

－ρ（ｓ－ｔ）

＋ ｖ２（Ｘ２０）－ ２（Ｘ２０）＋ ε２（Ｎ２（ｔ）＋ Ｘ２０） （１０）

从（９）（１０）两式可以看出，经营性用地和生态用地出让的影子价格分别由五方面组成：（１）单位经
营性用地的经济收益 Ｒ１（Ｎ１（ｓ）），单位生态用地的经济收益 Ｒ２（Ｎ２（ｓ））；（２）单位农用地的产出 ｒ（１ －
Ｎ１（ｓ）－ Ｎ２（ｓ））；（３）单位经营性用地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和影响 ε１（Ｎ１（ｔ）＋ Ｘ１（ｓ）），单位生态用地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 ε２（Ｎ２（ｔ）＋ Ｘ２（ｓ））；（４）单位经营性用地出让后的收益 ｖ１（Ｘ１０），单位生态用地
出让后的收益 ｖ２（Ｘ２０）；（５）粗放式土地城镇化阶段单位土地的征地补偿和新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入
１（Ｘ１０），以及绿色城镇化阶段单位土地的征地补偿和新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入 ２（Ｘ２０）。

下面再考虑粗放式土地城镇化规模 Ｘ１ 对土地生态环境质量 ε１，以及绿色城镇化规模 Ｘ２ 对土地生
态环境质量 ε２ 的影响。将（９）（１０）式代入（５）（６）式，并对 ε１ 和 ε２ 求导，可以得到（１１）式和（１２）式。

Ｘ１
ε１
＝ １ － １ ／ ρ
ｖ′１（Ｘ１（ｔ））－ ′１（Ｘ１（ｔ））

（１１）

Ｘ２
ε２
＝ １ － １ ／ ρ
ｖ′２（Ｘ２（ｔ））－ ′２（Ｘ２（ｔ））

（１２）

从（１１）（１２）式中可以看出，在粗放式土地城镇化阶段，政府重点关注城镇化数量，而忽视城镇化质
量。此时，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后，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以及建设用地收益比较高，其增长速度也

快，而政府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较低，其资金投入

增长速度较慢。故（１１）式中，ｖ′１（Ｘ１（ｔ））＞ ′１（Ｘ１（ｔ）），而 １ － １ ／ ρ ＜ ０，因此 Ｘ１ ／ ε１ ＜ ０。这意味着，
在粗放式土地城镇化阶段，土地城市化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绿色城镇化阶段重点关注城

镇化质量，政府更加注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对农民的征地补偿，这方面资金投

入增长速度较快。故（１２）式中，ｖ′２（Ｘ２（ｔ））＜ ′２（Ｘ２（ｔ）），而 １ － １ ／ ρ ＜ ０，因此 Ｘ２ ／ ε２ ＞ ０。这意味
着，在绿色城镇化阶段，土地城市化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是相同的。

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也可以分别从土地城镇化规模、土

地城市化率和土地生态效用或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来看。陈昌兵（２０１５）认为 １９７５—２０１３ 年我国城市
化率呈现出 Ｓ形增长曲线形式，１９７５—１９９５ 年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年处于城市化
的平稳较快增长阶段，而 ２０１２年及以后我国城市化率的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一般来说，当经济处于发
展的初期阶段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各种制度也不是很健全，这时城镇化速度很缓慢；当经济发展

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城镇化以及经济发展急需大量资金，土地城镇化规模迅速扩张并快速增长；当经济

发展到高级阶段以后，由于城镇化成本增加，加上资源约束以及环境规制等政策的作用，土地城镇化规

模增速变慢；当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时，甚至会出现城镇化规模下降即逆城市化的情况。城市化率与经

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如图 １所示。当经济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时，由于政府、企业和居民没有意识到生态
或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此时的经济发展是以污染环境或污染土地为代价的，土地生态效用或环境质量较

差，并处于下降阶段。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政府和居民意识到生态或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政府

加大生态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土地生态效用或环境质量变好，并处于上升阶段。土地生态效用或环

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如图 ２所示。这与环境 Ｋｕｚｎｅｔｓ曲线的规律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当经济
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时，土地城镇化规模处于上升阶段，环境质量处于下降阶段，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

质量的变化是反向的。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和民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提高，农地转用的指标

以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生态用地为主，政府也会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力度，环境质量将会

改善，这会使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处于“良性”的同向变化关系，但中间会有一段时间

的过渡阶段，如图 ３所示。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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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１：当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时，城镇化规模处于缓慢上升的早期阶段，政府以经济发展
为主要目标，其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环境质量处于下降阶段，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

化是反向的。

假设 ２：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
很大成本，同时在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上以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并且在取得一定效果

后，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变成是一致的。

图 １　 土地城市化率与经济
发展水平的关系

　
图 ２　 环境质量与经济
发展水平的关系

　
图 ３　 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

的三阶段关系

（三）计量模型

通常的计量模型认为样本观测值蕴含的经济结构保持不变，则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大小

及影响方式不变。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

差距更大，可将两者视为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且不同地区土地城镇化规模和程度受其宏观经济变

量的影响大小及其机制均存在一定的差距或不同。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家产业政策、土地利

用政策以及环境规制政策等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经济结构或经济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大小及影响方式可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平滑系数模型

恰好能够反映不同区域之间解释变量的差异。

我们采用如下的平滑系数面板模型进行计量分析（Ｂｒｅｕｓｃｈ ＆ Ｐａｇａｎ，１９７９）：

Ｙｉｔ ＝ Ｘ′ｉｔｇ（Ｚｉｔ）＋ εｉｔ，１≤ ｉ≤ Ｎ，１≤ ｔ≤ Ｔ （１３）

其中，Ｘｉｔ为 ｄ维列向量，且第一个元素为 １，系数函数｛ｇｊ（·）｝（ｊ ＝ １，２，…，ｄ）是未知的 Ｒ
ｐ（ｐ≥１，

Ｚｉｔ ∈Ｒ
ｐ）空间里的光滑函数，误差项｛ε ｉｔ｝独立同分布，并假设 Ｘｉｔ和 Ｚｉｔ都是纯外生变量，即 Ｅ（ε ｉｔ ｜ Ｘｉｔ）＝ ０，

Ｅ（ε ｉｔ ｜ Ｚｉｔ）＝ ０。本文中，Ｙｉｔ代表土地城市化率，Ｘｉｔ代表对土地城市化率产生影响的经济变量，一般包括
经济发展变量、产业结构变量、城乡差距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等变量。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土地城市化率

和环境质量的关系，这里的 Ｚｉｔ代表能够度量与土地相关的环境质量的变量。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描述及数据来源

本节利用平滑系数面板模型的半参数估计方法对各省份的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实

证分析。土地城市化率可利用某一区域内的建成区用地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度量（吕萍等，２００８）。本
文的土地城市化率利用各省份的建成区面积（市辖区）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全市）之比进行计算得到，

而环境质量利用各省份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作为代理变量①。现有文献中影响城市化的变量一般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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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有文献讨论城市化与环境质量或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时，一般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

作为代表环境污染的自变量进行分析，而本文需要一个体现环境质量的正向变量，鉴于指标的可得性，选择使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教育医疗卫生状况等指标（中国经济增长

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１；崔军等，２０１４；喻开志等，２０１４；王贤彬等，２０１４）。结合现有文献，本文的自变量主要
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城乡收入差距、每
万人专任教师数、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各变量的时期范围为 １９９９—２０１４ 年。各主
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所示，各变量的含义及数据来源如下：（１）土地城市化率，利用建成区面积
占行政区域总面积的比例来度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中国国

土资源统计年鉴》。（２）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用来度量经济发展水平，并利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将
数据调整至以 １９９９年为基期的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３）第二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和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用来反映产业结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４）城乡收入差距，反映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是引导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重要因素。城乡收入差
距的拉大，将吸引农村人口加速向城镇流动，导致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０３）提出采用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本文借鉴这一

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并将两者相除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数据。（５）基本公共服务，参考崔军等（２０１４），本文就此
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城市环境三个方面选取指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指标选取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其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教育方面的指标选取每万人专任教师数（包括小学、

普通中学和普通高等学校教师的总人数），各地区专任教师数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将各地区

专任教师数除以其人口数（以万人作单位）得到每万人专任教师数的指标数据；城市环境的测量指标选

取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指标，其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表 １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单　 位 均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土地城市化率 ％ １．５２ １５．７５ ０．０８ ２．５３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人 ２．４６ １０．５２ ０．２５ ２．０２

第二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 ％ ４６．９８ ６１．５０ １９．７６ ７．５８

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 ％ ３９．６６ ７７．９５ ２８．６０ ７．５１

城乡收入差距 — ２．９４ ４．７６ １．８５ ０．５９

每万人专任教师数 — ８．８２ ３２．５７ １．６３ ５．６３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 ／人 １１．３１ ２５．７７ ３．８５ ４．０８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人 ８．８７ １８．８０ ２．１６ ３．１４

　 　 （二）实证结果
利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的样本数据，分别按全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①三种模型，以土地城市化率为因

变量，运用平滑系数面板模型的半参数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２。全国土地城市化率模型的带宽
为 １．０１，标准误为 ０．９１６ ２，Ｒ２为 ０．８６９ ６；东部地区土地城市化率模型的带宽为 ０．９７８ ６，标准误为 １．１３４ ７，
Ｒ２为 ０．８９９ ６；中西部地区土地城市化率模型的带宽为 ０．９５２ １，标准误为 ０．３４０ ３，Ｒ２为 ０．４２４ ７。三种模
型的带宽类型为固定的，核函数类型为二阶高斯函数。全国及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平滑系数面板模型

的土地城市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拟合图如图 ４，全国平滑系数面板模型土
地城市化率与各自变量拟合图如图 ５，东部地区平滑系数面板模型土地城市化率与各自变量拟合图如
图 ６，中西部地区平滑系数面板模型土地城市化率与各自变量拟合图如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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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中西部地区的规律类似，因此将中西部地区放在一起分析。



从表 ２以及图 ４至图 ７可以看出：（１）土地城市化率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由全国及东部地区、中西
部地区的拟合图即图 ４，对于东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土地城市化率高的地区其城市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往往也高；对于中西部地区，一部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土地城市化率高的地区其城市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比较低，而一部分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高，但其土地城市化率和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反而较高。对全国和东部地区来说，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对土地城市化率的影响是负向的，当经济

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居民和政府的环保意识增强，环境质量的要求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从而使得

环境质量对土地城市化率的影响是负向的。这说明，我国环境质量和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变化仍处于

下降或触底阶段，政府仍应增加环境治理的投入，逐步实现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呈现正向的良性循

环关系。但东部地区土地城市化率和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之间的曲线开始往上翘，这从图 ６ 的最后
一个图形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土地城市化率和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之间从负向关系开始向正向关系

过渡。对中西部地区来说，虽然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对土地城市化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并不能认

为中西部地区实现了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之间正向的良性循环关系。这是因为中西部城市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高的地区，其土地城市化率也相对较高，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往往通过土地城市化转化而来，

而不是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居民和政府的环境消费需求有所增加，政府增加环境治理投入而

　 　 　 　 表 ２　 全国平滑系数面板模型的半参数估计结果

变　 　 量

名　 　 称 代　 码
全国土地城市化率 东部土地城市化率 中西部土地城市化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ａｇｄｐ 　 １．０１７ ８ 　 ０．７７７ ４ 　 ０．２２１ ６

第二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 ｓｅｃｉｎｄ －０．０２８ ９ －０．０３９ ８ －０．０１１ ７

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 ｓｅｒｓｅｃ ０．０９５ ２ ０．０９４ ８ －０．０１１ ６

城乡收入差距 ｉｎｃｇａｐ －０．４５８ ４ －１．１５６ ２ －０．０９９ ７

每万人专任教师数 ｅｄｕ －０．００６ ５ ０．０２６ ３ －０．０２７ ９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ｒｏａｄ ０．０１７ ７ ０．０１９ １ ０．０３６ １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ｐａｒｋ －１．３０４ ０ －１．２４５ ８ ０．３９５ 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２２９ ２ １．９４６ ６ ０．９５１ ０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１．０１０ ０．９７８ ６ ０．９５２ １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ｔｙｐｅ ｆｉｘｅｄ ｆｉｘｅｄ ｆｉｘｅ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０．９１６ ２ １．１３４ ７ ０．３４０ ３

Ｒ２ ０．８６９ ６ ０．８９９ ６ ０．４２４ 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ｋｅｒｎｅｌ ｔｙｐｅ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图 ４　 全国及东部、中西部地区平滑系数面板模型的土地城市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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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全国平滑系数面板模型土地城市化率与各自变量拟合图

图 ６　 东部地区平滑系数面板模型土地城市化率与各自变量拟合图

图 ７　 中西部地区平滑系数面板模型土地城市化率与各自变量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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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环境质量有所提升，这从图 ４ 的西部图形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２）对控制变量的分析。对
全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来说：①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土地城市化率的影响均是正向的。②第二产
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对土地城市化率的影响均是负向的。这样，若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例提高，那么对应的工业企业对土地指标的需求应增加，但是现在的结果是土地城市化率反而

下降，说明工业行业的利润率不高，应淘汰现有工业企业的落后产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增加现有工

业企业的技术附加值。③城乡收入差距对土地城市化率的影响均是负向的。一般来说，城乡收入差距
对人口城市化率的影响是正向的，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市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越大，导致更多的农村

人口转移至城市，促使人口城市化率的增加。而我国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对土地城市化率的影响是负

向的，说明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但这里的快速仅仅是针对粗放式土地城市化来说的，今后应发

展土地节约型的绿色城镇化。④只有中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对土地城市化
率的影响是负向的，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也不足以带动经济发展。⑤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的每万
人专任教师数对土地城市化率的影响是负向的，说明对全国来说，教育水平的发展与土地城市化率的速度

不相称，政府仍应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高等学校建设投入的力度。⑥城市人均
道路面积对土地城市化率的影响是正向的，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越大，说明城市的交通设施水平较高，通勤

成本较低，经济的集聚效应增强，城市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吸引力增加，使得土地城市化率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之间呈现不同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

发展以粗放发展方式为主，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的发展，产业结构由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产业为主

过渡，而第二产业对环境的破坏比较严重，城市化率的提高引起环境质量下降。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城市化开始由注重规模扩张转入注重质量提高，产业结构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转

变，政府主要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类产业对环境的破坏较小，使得环境质量得到一定的改善，

而环境质量的改善成为质量型城市化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城市化的发展能够促进环境质量的

改善。反过来，随着环境质量的改善，城市化的动力也显著增强。当一个城市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后，该

城市对居民的吸引力增强，使得该城市人口增加，即城市化率相应提高。这说明，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

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从上述实证结果可见，我国目前处于由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呈负向关系

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政府应该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相关政策应进一步强化这一效应，

以使我国能尽快地过渡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呈正向关系的第三阶段。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参照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２００４）以及 Ｌｉｔｃｈｂｅｒｇ 和 Ｄｉｎｇ（２００９）的模型所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目前，

我国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之间总体上呈负向的关系，并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

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均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化率是引起环境质量下

降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之间呈现出“互动”的关系。随着城

市化率的继续提高，城市化开始由注重规模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提高，环境质量的改善成为质量型城市化

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反过来，随着环境质量需求的提高，政府将会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同时用地指标

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倾斜，城市化向更高水平发展。国家可以在土地利用政策上加以引导，使企业

或地方政府在用地过程中偏向于服务业或高新技术产业，淘汰占地面积大、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和低

效益①的落后产业，逐步实现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呈正向关系的良性循环。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得到的启示是：（１）应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化建设，构建绿色生产方式，构建绿色
城市发展体系。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已发展到由注重规模扩张转入到注重质量提高的阶段，城市环境

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是考量城市化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政府应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化建设，构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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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生产方式，推进城市化的绿色转型。（２）加强土地供给侧改革，支撑绿色城镇化建设。中央政府可以
从土地供给侧的角度，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土地指标向绿色清洁生产行业倾斜，推动我国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产业体系的快速建立，同时增加环境治理投入，以尽快实现土地城市化率和环境质量呈正向的良性互

动关系。

（责任编辑　 施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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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茂钢等：经济发展、土地城市化与环境质量


